
侯光良教授的新作《宗日文
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以下简
称《宗日文化》）一气读完，意犹
未尽。把一个谜一般的史前遗址
和文化写得如此机杼别出、条理
清晰和通俗生动，作为宗日遗址
考古发掘者的我是做不到的。因
为考古学家都是把自己当作仓
库管理员的模式来训练的，我们
只会将考古当作器物而不是人
物来对待。

宗日遗址是 20世纪 80年代
发现的，90年代青海省文物处考
古队做了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
积 9800 平方米；21 世纪青海文
物考古研究所与河北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
又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发掘面
积近3000平方米。再加上羊曲遗
址因修建大坝而进行的近30000
平方米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可以
说宗日遗址和宗日文化是青海
省迄今为止的发掘项目中发掘
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的考古
遗址和考古学文化。虽然宗日遗
址和宗日文化的田野考古工作
已经做得很多，但室内整理和相
关研究却远远跟不上，因为宗日
文化的发现时间毕竟太短，学术
研究的积累还太薄弱。在这样一
个考古的学术背景下，《宗日文
化》就显得很有时代意义和学术
价值了。初读之后，有以下几点
感受，权当此书的推介：

迎难而上，解决学术前沿问题

宗日遗址于20世纪90年代发掘后一经披
露，便惊艳了世人和学术界。对于世人来说，是
宗日遗址出土的舞蹈盆和二人抬物盆，这成了
青海省古文化和文物旅游的标志；对于学术界
而言，则是出土的与仰韶和马家窑彩陶体系迥
然不同的宗日陶器。青海境内的马家窑文化是
我国史前彩陶文化中研究比较早的史前考古
学文化之一，从最早1923年安特生在西宁、贵
德等地发掘和认识马家窑文化开始，接着被如
高本汉、阿尔纳、亨策、瓦西里耶夫等外国学者
严重关注过和讨论过，后又经夏鼐给马家窑文
化定名，到石兴邦和严文明、谢端琚等人进行
马家窑文化来源以及分期研究等，对甘青地区
的马家窑文化的认识与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充
分的了。而就在这种充分认识的情况下却又出
现了学者们根本不认识的宗日文化，这让考古
学家们感到很挫折和沮丧。

宗日文化是新发现，要解决的却是旧问
题，即马家窑文化的适应与进化。新的文化研
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来源问题。对于某
一考古学文化的来源追踪一般有两种理论：

当地起源论和传播论。发掘者陈洪海对宗日
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认为，马家窑文化传
播到共和盆地，然后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和
气候的原因，结合当地的细石器狩猎文化而
变异成宗日文化，正如同仰韶文化进入到甘
青地区变异成马家窑文化一样。在这里，陈洪
海将当地起源论和传播论融合在一起了。《宗
日文化》采用了陈洪海的说法，还列举了沙隆
卡遗址剖面的第17层细石器文化层中发现有
陶片（距今 7.8~7.7千年）、在江西沟 2号出土
的距今 6.5千年前后的陶片、下大武 2号地层
剖面发现的距今 6.2千年前后的夹砂陶片等
作为证据，用细石器技术社会中使用陶器的
考古发现，来证明马家窑彩陶文化与细石器
狩猎文化相遇后所产生宗日陶器的可能性
——代表农业的陶器与代表狩猎的细石器之
间的结合是有先例和传统的。考古学跟破案
一样，只讲证据，不重推理。所以《宗日文化》
中这看似可有可无的一段举例描写，却凸显
出考古学这一学科的科学性。

《宗日文化》中将细石器称为“细石器文
化”，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合乎中国考古
习惯的称呼，在中国考古界习惯上更多称之
为“细石器技术”。但在国际上，譬如在印巴次
大陆，细石器是可以称作“细石器文化”的。

线条清晰，教科书般条理

按传统的说法是“功夫在诗外”，按现在
的说法是“你要写青海，就不能只写青海”。在
这里就不能光写宗日遗址，你要写与宗日相
关的其他文化，说清宗日文化的来龙去脉。宗
日文化是分布在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文化，所以黄河上游的水系和水资源、植被和
土壤、泥沙、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环境、文物保
护单位的时代与数量、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
分布特征，以及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关的重要
遗址统统被用图表和数据的形式清晰地加以
展示，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方位并数据准确的
关于黄河的背景知识。

然后，《宗日文化》随即围绕着青海新石器
时代考古学文化从考古学文化的堆积、年代
学、植物、动物、文化的区域分布等方面系统加
以介绍，逻辑叙述细石器狩猎文化何以发展成
马家窑和宗日以农业为主的考古学文化，将发
掘者陈洪海的专精研究集中并通俗化，从马家
窑和宗日两种陶器在各期所占比例、从仰身直
肢葬和俯身直肢葬的分布情况，从食物结构，
也就是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所显示的两组
葬式的宗日人群在食谱上的早期差别等等，用
多学科研究的具体数据来说明宗日文化是如
何适应当地环境并得以进化的。从黄河收缩到
黄河上游，再集中到青海的共和盆地、河湟谷
地，最后聚焦在宗日遗址，由大到小、由古及
今、由细石器狩猎文化到新石器农业定居，层
次分明，逻辑清晰，教科书般的逐次递进。

角度新颖，写人而不仅仅是写物

要将一个考古遗址写成一部书，传统考
古学家的做法是对物不对人，也就是发掘报
告。要对人的话，在考古界叫“透物见人”，是
考古的一种境界和目的之一。21世纪以来，过
程考古学成为时代主流，多学科的研究手段
才能使考古学家“透物见人”。

侯光良教授的专业是第四纪地理环境与
人类，所以他对环境考古自然是轻车熟路。这
种轻车熟路首先表现在全新世以来青藏高原
地理环境与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对应和相互关
系上，这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人地关系。以羊曲
遗址为例，《宗日文化》通过非常细致和精确的
不同区域的大量孢粉分析数据，从而指出“盆
地云杉基本消失，盆地内生长着以藜科、蒿属

和禾本科为主的荒漠草原，达连海周围开始发
育以莎草科为主的沼泽草甸。总的来说，该时
期森林在缩小，荒漠草原在扩大，说明环境已
向凉干方向发展……进入全新世以来以草原
植被为主，植被覆盖率较高，适宜野生动植物
生存，也成为史前人类频繁活动和定居的理想
区域，为高原细石器采集狩猎人群和低海拔河
谷农业种植人群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必要条
件。”这样便使考古学家通过环境和气候的分
析对两种经济形态下考古学文化发生碰撞的
情形有了更有科学依据的论述。遗址区炭屑浓
度对人类活动具有很好的指示意义，人类活动
强对应的文化层用火频率高、强度大，炭屑浓
度高，人类活动弱对应的文化层用火频率低，
强度小，炭屑浓度低。在羊曲遗址南坎沿自然
剖面对沉积物做光释光和炭屑分析中显示，其
中距今6.7千年时达到整个剖面浓度最大值；
距今 4.7 千年后炭屑浓度介于 1770～15500
粒/克之间，浓度再次升高，在距今 3.8千年处
浓度较大。这些数据与细石器层位、宗日文化
层位以及齐家文化层位相对应，从而有助于考
古学家对相应时段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的分
析研究。多学科的介入，使考古学家走出器物
学研究的困境，进入对古代人类及其社会和生
活状况进行分析的领域。

图表生动，数据一目了然

大量精美图表的使用，这不仅仅是《宗日
文化》一书的亮点，同时也是侯光良教授的一
贯特色。图表的优点在其直观性、数据性、精
确性，或者一句话，即科学性。纵观以图书版
面为特征的国际考古出版物（主要指以英语
为载体的），会发现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插图阶段、图表阶段和文表阶段。考古以图为
主，没有图就无法进行考古学研究，所以早期
考古学书籍都配有大量的手绘图。从过程考
古学，尤其是 20世纪最后的 20年以来，手绘
图数量大大减少，被很多表格所代替。因为新
考古学（亦即过程考古学）号称是科学考古
学，图表所具有的数据化和精确化便是“科学
性”的表征之一。从 21世纪以来，在越来越多
的考古学研究中，手绘图越来越多地被照片
或电脑分析图表所代替，表格（包括各种各样
电子图表）几乎一统天下。这种变化趋势似乎
被学术界认为是“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我之
所以在这里将科学化打上引号，是因为并非
所有的学者都这么认为。无论学者们怎么认
识，但这种变化和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学
术与时装一样，也有流行和时尚的区分。

传统考古学家的训练包括自己制作遗迹
和遗物图，但要运用电脑软件制作地图和分布
图，以及电脑分析图表，则是新考古学的要求。
对于一般人而言，自己制作一幅图并非易事，往
往直接拷贝或请人帮忙，但电脑分析图表，则是
非亲自为之而不能的事。所以考古界有一种不
成文的默契认识，一个作者是否为专业考古学
家往往是通过图来判断的。也许因为侯光良是
地理系的教授，所以文中还有大量的地图、分布
图等，这也是《宗日遗址》的闪光点，比如“黄河
流域各时期文保单位的核密度状况”中的几幅
文物点分布图，使我们直观、准确和一目了然地
得知文物在不同时期的分布状况。

此外，《宗日文化》一书中还灵活运用小
贴士对一些专业的却非叙述主题的知识和概
念加以解释，不仅有助于对整个行文的理解，
而且灵动了版面，活跃了叙述的沉闷。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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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郑相识，是在浙江余
姚田螺山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期
间。此前就听说了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后简称浙江考古所）引
进了一位海归植物考古博士，但
第一次见他，我记得是在田螺山
遗址，当时他正在遗址外围探查
水田。他比我小，我叫他老郑，是
尊重；我在学校工作，他叫我赵老
师，也是尊重。从那以后，彼此就
这样称呼，一直到现在。

和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一样，
田螺山遗址的大部分被封存在
地下饱水环境中，有机物遗存得
以很好的保存，是一座极为难得
的资料宝库。进入 21世纪，中国
考古学无论在研究视野还是研究技术上都今非
昔比，进入了新境界。所以，田螺山遗址考古项目
的主持者孙国平先生联系我，希望借助北京大学
的力量和关系，网罗一批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遗
址埋藏的有机物遗存进行系统采样，进而对所得
动植物资料开展全方位研究。在这项综合研究里
面，进一步揭示河姆渡文化阶段的稻作农业实态
自然就成了重要课题之一，老郑是这方面的专
家，又是浙江考古所的研究人员，自然要参与田
螺山遗址的研究项目，他的研究成果也自然是要
收录进《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文物出
版社，2011年）之中，而且分量很大。从此，我和老
郑就愈发熟络起来。但当老郑要我为他的论文集
作序的时候，我却犹豫了。

按照约定俗成的划分，老郑是属科技考古的，
我是传统考古的。尽管从学理上讲我不赞同这种划
分，但也不得不承认，科技考古和传统考古的确还
有些区别。科技考古的专家们大部分时间身穿白大
褂，游走在空调房内一堆嗡嗡作响的高精尖仪器设
备之间；传统的考古学家更多的是身着作业服，在
遗址发掘现场任风吹日晒，最多在头上用一顶草帽
遮阳。哪怕只看上一眼，两者的差别也一目了然。不
过这些年来，随着学科的发展，在复原、解析古代社
会这个共同大目标的号召下，两者正在加速融汇，
就像一口热锅里的两块黄油，溶解和融入对方，将
来则必然会凝结成一体。但对我这辈人来说，受早
年教育的局限，拆掉两者之间的藩篱却谈何容易？
隔行如山！所以，对老郑的要求，我一时不知所措。
但是，老郑托我为他呕心沥血的著作作序，是对我
莫大的信任，一推了之，将辜负老朋友的期待，也断
然不可。何况在传统考古和科技考古的融合日益深
入的当下，我也不能总是一味回避另一半。所以我
硬着头皮把写序的事情答应下来了，同时也权当恶
补一下植物考古知识的机会。然后，我花了前后两
个来月的时间，把老郑的著作仔细通读了一遍。

书读罢方知，老郑初进学术殿堂，是做蚕桑
丝业史研究的。作为江南子弟，又学成在江南学
府，选择在江南发展繁荣的丝织业历史为研究方
向，乃顺理成章之举。老郑在这方面用力很深，且
颇有心得。但正如他说，一连串机缘巧合，仿佛冥
冥之中的定数，让他最终开始了史前稻作农业的
研究方向。对考古学而言，这个转折实在是个大
幸事。从此，我们有了一位大专家。

植物考古是指研究资料为遗址内出土的植
物类遗存；农业考古是指研究的问题。两者有很
大的重叠，但不完全一致，譬如通过植物遗存也
可以研究环境问题，只是它的起点和重点是在史
前稻作农业上。从老郑历年发表论文的顺序看，
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
始的。据我的印象，这之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判研遗址出土的稻米——通常
是炭化了的米属——是籼稻还是粳稻以及其栽
培驯化程度等问题上，方法是测量米粒大小和长
短轴的长度之比，再与能够到手的包括野生稻在
内的现代稻米的粒型比较而得出结论。但考古发
现炭化米全凭运气，因而这个方法在资料上会大
受限制。现代稻米的粒型是史前稻米经过无数次
变异而来，中间还可能出现过数不清的进化枝
杈，是株大树，不弄清楚大树上那些复杂的分杈
分支，而从现代直线连接史前，想想也是有点玄
乎的。况且粒型长短和籼稻粳稻并非完全的对应
关系。总之，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个不得已的办
法，不大靠谱。因此，另外一个技术路线，即水稻
植硅体或曰植硅石的形态研究得到重视。作为传
统的不得已的方法，虽然老郑有时也还把粒型测
量当作研究的辅助手段，但他很快就进入了植硅
石研究这个当时的前沿领域。

植硅石的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大致上和玻
璃是同一类东西，因而极其稳定，可以长期保留
下来，广泛存在于遗址的土壤中。在不同植物种
属乃至不同部位，譬如水稻茎、叶和颖壳等部位
的植硅石形态不同。如此，植硅石方法在原理上
就大大弥补了粒型研究的种种不足。

在老郑的研究中，约有半数的论文成果主要
是借助植硅石分析得来的，足见他对这个方法的
重视，而且是个中高手。稍微具体一点说，老郑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水稻扇形植硅石形态的四个方
面：扇形体的大小；其在各方向上的尺寸和比例关
系，如扇面和扇柄的比例显示出来的尖度；双乳突
形态差异；扇缘鳞片痕（顺便吐槽一下，很多专家
把它叫作鳞片纹饰，但一旦用中文讲纹饰这个词，
总会给人以人为加工的感觉，而水稻植硅体不像
是有主动意识的东西）个数。扇形体大小和鳞片个
数与野生稻或栽培稻以及驯化程度有关，其尖度
和双峰乳突的特征则和籼稻或粳稻有关。单凭观
察测量植硅石形态，在讨论水稻的驯化上仍有不
足。为此，老郑又在他的研究中引入了国外学术界
当时刚刚开展起来的对稻谷小穗轴的鉴别方法，
这个方法的道理在于野生稻是自然脱粒因而小穗
轴基盘完整，人工收割强制脱粒导致基盘破损。当
然，这些研究皆经过了对样品的数量统计和定量

分析。样本的数量统计比较还有
一个重要功能，即如果在一个地
层采集的水稻植硅石数量达到
一定阈值，就可以成为判断其是
否为稻田遗迹的重要标准。这个
在日本考古发现的规律被老郑
引进，成功地发现了田螺山遗址
外围的水田遗迹，不久又发现了
茅 山 遗 址 80 多 亩（一 亩 约 为
666.67平方米）的稻田。最近，在
田螺山遗址附近的施岙地点则
发现了更大面积的稻田。运用同
样的办法，却一直没有在良渚古
城和周边发现稻田。但这个没有
发现的发现，某种意义上来讲更
为重要。它能够论证良渚古城居

民都是些不从事农业的贵族、手工业者、商人等，
这是了解良渚古城形成的起因以及居民构成情况
的关键证据。在这里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上述绝大
部分分析样品都是老郑亲自在发掘现场采集而来
的，而非坐等别人送样。老郑并不总是穿着白大褂
坐在显微镜前，也经常在发掘现场滚一身泥——
这才是科技考古工作者应有的形象。

据说稻作农业养活了世界约半数的人口，稻
作农业的起源自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
之一和最重大的研究课题之一。这项研究首先是
农学家们开展起来的，陆续有人类学家加入，有
影响的如瓦维洛夫主张的印度起源说（1920年），
丁颖的华南说（1957年），渡部忠世等的云南-阿
萨姆说（1977 年）。当河姆渡遗址发现了水稻之
后，国内学者基于稻作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文
化的传播携带了稻作农业传播的道理，从考古学
文化的年代和传播方向上看，认为稻作农业起源
于长江-华南（严文明等，1980年）而不可能是传
播方向远端的云南，进而，这个观点又修正为长
江中下游起源说。这个观点的考古学证据扎实，
论证逻辑无懈可击，因此，一经提出，云集响应。
不过在当时，稻作农业的长江中下游起源说毕竟
还没有完整的证据链，缺少仙人洞和玉蟾岩遗址
万年以来到河姆渡文化之间的连续证据，河姆渡
文化之后的情况也远不清晰。正是老郑亲自采集
来的自上山文化直到良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各
阶段的样品，补足了长江下游地区几乎所有空缺
环节上的资料，建立起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并且
经过对各阶段样本的仔细研究，为我们描绘出长
江下游地区农业起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老郑指出，上山文化已经出现了栽培稻，但这
个时期的栽培稻仍保留着一定的野生稻性状，可
称为原始栽培稻。上山文化的下限年代约为距今
8000年。统计发现，在其总计约2000年的延续中，
栽培稻与野生稻数量之比逐步增加，从植硅石形
态特征如双峰乳突性状和大颗粒植硅石在组分中
比例变大等所见的栽培稻驯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这些现象皆显示，稻作农业发生在万余年前的长
江下游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对驯化稻也即农业的
依赖逐渐加深。而对河姆渡稻米的DNA检测分析
表明，上山文化以后的栽培稻驯化，总体来说是朝
粳稻的方向发展下来了。老郑进一步指出，稻作农
业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栽培稻驯化程度不断提高
的单项指标上，还表现在农具上——从河姆渡文
化的木刀、骨耜到崧泽文化以来出现了全套石质
农具；从早期利用地形随形就势地开辟水田到良
渚文化晚期修建包括排灌渠道、闸口等一应俱全
的、足以媲美现代的大块水田；良渚文化阶段形成
了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使得水稻亩产从河姆渡
文化阶段的55千克提高到良渚文化晚期的141千
克。这个产量居然逼近汉魏时期！如此，老郑为我
们复原出一部长江下游地区内容丰满翔实的史前
农业历史，也使我们在试图理解良渚文明的产生
时，有了一块得以立足的坚实的经济基础。

以上是老郑写了20多篇论文得到的成果。这
些论文占了文集收录论文的一半以上，足见他在
这个方向上倾注之巨。但这并非老郑学术的全
部。他除了早年有关桑植丝业的研究之外，还在
一万年以来的环境复原上下了很大功夫，对海平
面变化和气候变迁对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稻作农
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有过深刻分析。在和老郑聊天
时，我还知道他的思考甚至到了同在江浙的宁绍
地区和杭嘉湖地区的环境差异对两地稻作农业
生产带来的影响这样一个微妙的程度。此外，在
人类对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开发上，老郑也没有仅
仅局限在水稻一种作物上，对葫芦、甜瓜、桃子乃
至葡萄的管理与驯化上，对当时人们在水生植物
资源的利用上，都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有关这些，
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阅读，我就不再絮叨了。

前两年，听说老郑退休的消息，一时颇感意
外。但我后来突然醒悟到，我才是浑然不知老之
已至。但我还是替老郑多少感到一些惆怅。退休
毕竟是人生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而且是
被动的。也为浙江考古所感到遗憾，这么多年下
来，老郑早已是浙江考古所科技考古的领军人物
了。考古这门学问，尽管研究技术是自然科学的，
但在理念上是历史、人文的。做好考古除了要有
技术支撑，还要有人文历史知识的积累为底蕴，
这其中甚至包括了研究者的个人阅历——正所
谓“人老见识广”。所以，在60岁的当打之年退休，
对浙江考古所而言，怎么看也是个损失。所幸的
是，我又听说，浙江考古所为老郑保留了他从事
科研的所有条件，而老郑至今也仍带领着他的团
队驰骋在学术的广阔原野上。这让我有了信心和
期待，老郑肯定还能为我们做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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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是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中国“百年百大发现”之
一。作为契丹辽王朝五京里
面营建最早、地位最高的都
城，辽上京在中国古代都城
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辽
上京以“日”字形布局而著
称。北为皇城，是契丹统治者
和贵族的政治中心、居住之
所；南为汉城，主要分布着汉
人、渤海人、回鹘人等其他民
族的民居、作坊和馆驿等。

辽上京在金代仍是重要
的地方城市，元以降逐渐湮没
不闻。清代的史地学者重新考
证出辽上京所在。20世纪，中
外学者曾对城址进行多次调
查、勘探和试掘，但是一直没
有开展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
作。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
队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对这座尘封
千年的古都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和勘探。

在辽上京皇城的西南部，有一处占地面

积较大的自然高地，当地居民习惯称之为“西
山坡”。西山坡地表的遗迹现象清晰可见，规
模宏大，可采集到大量辽金时期文物标本。西
山坡遗址控扼着全城制高点，显然是辽上京
城址中最重要的建筑群之一。因未经发掘，学
界对该遗址的性质有辽朝早期宫殿、佛寺等
不同说法。因此，明确西山坡建筑基址的年代
和性质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根据地面调查推知，西山坡的建筑群以
二路东向院落为核心，即北院和南院。2012
年，辽上京考古队完整揭露了北院的主体建
筑，为一大二小的 3座东向六边形塔基。最中
间的大塔（一号塔基）边长约 20米，对角直径
约 40米，用柱 3周，每面 3间。根据发掘资料，
初步确认这是一处高规格的辽金佛寺遗址。
在清理一号塔基的倒塌堆积层时，出土了大
批泥塑残块，特别是清理至塔基木构回廊铺
砖地面时，发现了多尊较完整的倒塌泥塑，主
要是罗汉、供养人等佛教题材，这是少有的考
古发掘出土的辽金泥塑精品。

对西山坡佛塔遗址的考古发掘从2012年7
月9日开始，同年10月末结束，历时近4个月。由
于塔基现象复杂，工作难度大，考古队员工作得
十分辛苦。我们历经了酷暑和严寒，在凛冽的寒
风和大雪中收工。但是考古发掘收获是喜人的。
西山坡遗址的发现一经报道，就受到学界的广
泛关注，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6尊较完整的泥塑像，于2012年整体套箱
提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由李存信副研究员的团队进行实
验室考古清理和拼对修复。鉴于修复对象的
特殊性，经郑岩教授引荐，中央美术学院雕塑
系张伟主任带领李立钊、刘䶮、刘梦婷、王君
意等研究生，参与到泥塑像的拼对修复工作
中。该项工作持续时间长，碎片数量庞大，修
复难度高。经过合作团队六年多的艰苦工作，
6尊泥塑罗汉像得以修复完成，取得了良好成
果，大幅提升了修复的科学性、准确性。2016
年，这项工作荣获中国考古学会文化遗产保

护专业委员会首届“考古资产保护金尊奖”。
2012 年发掘北院的佛塔遗址后，辽上京

考古队以搞清辽上京皇城主要格局为导向，
工作重心有所转移。但对南院的考古发掘，一
直萦绕在我们心头。考虑到还没有全面发掘
辽金时期寺院遗址，2020—2021年，辽上京考
古队再次对西山坡建筑群进行发掘。这次工
作的重点是以佛殿为中心的南院以及周边的
附属建筑。这次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增进了
我们对寺院的整体布局、沿革和性质的认识。
西山坡遗址是迄今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辽金时
期佛教寺院遗址，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目前，
发掘报告的整理和编写正在进行之中。

在考古报告的整理过程中，我们愈发认
识到2012年塔基出土的泥塑罗汉像等的重要
价值。鉴于诸多师友对这批泥塑像资料的求知
若渴，我们决定先公布这批重要材料。从2019
年开始，我们着手对塔基出土的保存较好、已
完成修复的泥塑像进行集中整理和标本挑选。
以泥塑罗汉像为大宗，包括较完整的立像、坐
像、半身残像和各类头像，还有手、足、服饰、鞋
子残块等。此外，我们还选择了其他类别的泥
塑人像，以及一批泥塑动物、塔、饰件等。

2024年 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

《契丹佛光——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塔基
出土泥塑》，由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这是辽
上京遗址的第一部考古图录，其背后隐含着
考古工作者对工作的执着，隐含着辽上京考
古团队的艰苦付出和奉献，隐含着诸多领导、
师友和同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契丹佛光——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塔基
出土泥塑》
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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